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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雒魏林(1811一1896)是鸦片战争前较早到达中国的传教医生，1838年奉伦
敦传教会之命前来中国。在华期问，他主要在澳门、上海等地活动，时间长达20
年。一开始在澳门、广州传教施医，从事医务传教活动。鸦片战争期间，在舟山
开设医院。1844年，在上海创立第一家西医医院，1857年底回国。1861年以英
使馆医师名义再度来华，在北京活动了三年。

医务传教是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进行宗教传播的重要方式，传教医生是当
时来华传教士中的重要群体。论文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雒魏林在华活动的论述，
对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进行评价。论文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对近代
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形成的背景和初步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接着介绍了雒
魏林在华的医务传教活动及一些政治活动，又分析了他对当时中医和中国社会的
认识。在华活动的二十多年中，雒魏林在从事医务传教的同时，对中国社会进行
了深入观察。他在早期来华传教医生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医务传教，雒魏林，传教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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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ll iam Lockhart(181 l一1896)。a British medical missionary who came

to China before the 0pium War，was appointed a medical missionary b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1838．He had been engaged in medical mission

for twenty years in China．In the 0pium War，he set up a hospital in Chusan．

In 1844，he also established a hospital in Shanghai．He left Shanghai and

returned to England by the end of 1857．In 1861：he returned to China again

and took activities for three years in Peking．

Medical miss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n the religious

dissemination by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s an important community of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The

primary coverage is to show modern protestant’ s medical mission in China

through William Lockhart’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The article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First， it introduced the background and

the prel iminary development of th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Second， it

introduced Lockhart’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Finally， it introduced Lockhart’ s attitude on the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society． Taking in the medical mission in the meantime， he also

observed Chinese society． He enjoyed considerable fame among the early

medical missionaries．

Key words： medical mission，William Lockhart，medical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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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有关中国近代基督教的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基督教传教士

在传教过程中，同时伴随着教育、出版、卫生等事业。医务传教就是基督教新教
传教的重要途径。鸦片战争前的基督教的医疗活动都是属于私人性质的，不敢公
开开展。到了1835年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主持创办了广州眼科医院，可以
说是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事业的开端。在鸦片战争前，医务传教活动仅限于广州
和澳门两地，南京条约签订后，开始扩展到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
争后，医务传教活动开始向中国内地扩展。19世纪后半期，医学和传教相结合
的关系逐渐淡化。一些专职医生陆续来到中国，参与了西医传播的行列，医务传
教中的宗教色彩也就渐次淡化。1886年“中华博医会’’的成立，标志着基督教
在华医务传教工作的终结。此后，传教医生不再担任传教工作，而致力于西医学
在华的介绍和传播。

由于基督教医务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基督教史和医学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因此，自其出现之后就收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体上说来，学术界对基督
教医务传教的研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研究者主要为传教士和教会史专家，
大多为史事性的记述。

19世纪30～50年代，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劬J，7PsP却Dsj}D功就
刊发了一些医院报告和涉及早期教会医疗事业的文章。1861年传教医生雒魏林出

版了《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willi锄Lockhart，砌P M砌沈，M泌汤，z口拶加鳓砌口：
口^切rmf舰·D厂n圮玎钞№疗胚’E矽谢e以cP，London：1861．)一书，对基督教早期医
务传教做了全面、细致的叙述。186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1eXander wylie)，

著有《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朋毒mD，．励居D厂m娜幻聆r M沁fD，z口，f船幻砌e

国加鲫e)，对当时来华传教士都作了小传，提供了基本的珍贵材料。1868年和1887
年《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先后创刊，它们都刊发有传教士撰写的关于教
会医疗事业历史发展的文章。一些传教医生的传记也先后问世，如《马根济：来
型e龟权^专鼍吱I医：￥渤(、John Kenneth酗ackenZie：6重edicai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1891．)、《伯驾生平、书信和日记》(the Life，Letters，and Journals

of Rev．and Hon．Peter Parter，Boston：1896．)等。中、英文的教会史
和医学传教史的著作也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多为史事性的记叙，而非专门的学术
研究性质。不过，它们展现了教会医疗在不同时空范围的发展历史，具有相当重要
的史料价值。

第二个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集中在传教界和医学界，史学
界研究较少，有很强的时代性。

20世纪上半叶，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界和医学界。教会史著
作中有季理斐的《基督教差会在华百年史》(彳锄fw D，胁芒Ps芒a刀f删ssj鲫s
．砌l力，，7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

该书对1807年～1907年间来华的基督教差会的历史做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同时
对各差会的医疗事业做了相应的介绍。美国赖特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彳
肌s芒Dzy D厂l!)订js芒ja门膨ssjD，7 j切l力j，7a， 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29．)，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并分不同时期对1927年前基督教、天主教在华医疗事业做了论述。专门的医学传
教更著作主要奄：《医学传教在中国》(、№dicai撕sSionS jn∞ina：in eO彻eXion

以拍拍P脆s-9朋刀脆拍D出s芒劢盱拍，London：1909．)、《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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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等。有关教会医院历史的著作有：关于广州博济医院的《博济医院百年史》(锄P
HUndred yearS of tbe Canton Hospital i835一i935．SⅪ∞鬯嗡jL：玛’35．、》、
关于上海仁济医院的《仁济医院95年史》(Ninety—five Years：A Shan曲ai

Hospital，1844一1938．)等。著名的传教医生的传记有： 《满洲的司督阁一

一先锋和传教医生》(Dugald Cmstie’s Wife ed．，D唧埘国r括抛矿^锄，zc矗甜砌：
RD甩PP，．口刀d施扰伽，朋bsf伽口秒，London：J锄es Clarke＆Company，“mited，

1932．)、 《远东传教的先驱——麦嘉缔传》(Ibbert E．Speer edite，4^船s胁刀口拶
Pio托eer{n the F口r E口st，A Memorinl o彳Divle Bethune McCartee，New弋01激：

1922．)。30年代中国医学界重要的著作有：王吉民与伍连德所著英文版《中国医
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1932)，在叙述中国近代医学史时，充分利
用了教会文献等史料比较完整地叙述了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还有陈邦贤的
《中国医学史》，该书对教会医院、教会医学教育的情况有所关注。不过，以上二
书偏重于医学史，对教会史相关的问题以及教会医疗事业对中国的影响较少考
虑。1940年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提及了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医药发
展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受时代的影响，真正的研究成果并不多。1史学

界也在研究教会医疗事业，但大多将其看作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如：
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1954年第2版)在论述
近代美国对华进行文化侵略时，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麻风病院等传教事业均

看作是文化侵略的重要表现；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52年)将教会医疗事业作为美国侵华活动的一个方面做了论述；李时岳
的《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将教会医院视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认为
它是传教的一种诱饵。

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历史学、宗教学、医学等学术界的重
视，在个案、区域、宏观上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并出现了一批新成果。

从80年代初开始，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领域。先后出版了顾
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列
传》两部著作。关于传教医生，粱碧莹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嘉约翰、伯驾等
传教医生做过研究。另外，在史料整理方面《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国近代史资
料丛刊续编·清术教案》等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文献相继问世。薛愚的《中
国药学史料》对有关传教医生的医药传播史料给予了重视。上述研究和史料在不
同程度上都涉及教会医疗事业。一些文化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在文化传播中的
作用做了研究。2在医学史方面，何裕民主编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
学比较研究》(沈阳出版社，1990年)，把中西医学置于东西方文化宽广的历史和

现实的背景中，研讨并回答了医学领域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反思了近百年直至
今同的中西医交汇之艰难历程及由此激起的众多思潮之深层根源。马伯英等人的
《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一书，以医学的跨文化传通
为题，论述了近代医史中跨文化传通的轨迹、西方医学的传人及中西医论争的影
响。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虽然重在阐释中医文
化的本质和前途，但也有益于人们对近代中西医文化交流的理解和把握。甄志亚、

1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医学史界．}i吉民的《伯甥利用医药侵华史实》(《医史杂志》第3卷第3期)、顾杏元

的《基督教会仄院与帝国主义侵略》(《人民保健》1960年，第1号)。两者虽然资料比较：卜富，但有很强的

时代印痕和』I．面性。

2如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等文化史著作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均有论述。



傅维康主编的《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对近百年的中国医药
学详加叙述，成为进一步研究近代中国医学史的史料依据。赵洪钧的《近代中西
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从中西医论争的历史背景、清术医
学界的变迁，到辛亥革命后中西医论争和论争中的各种问题做了系统全面的论
述，对重大医学事件及人物都有分析评价。在港台地区，李志刚的《基督教早期
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一书专辟“基督教士之医药传教事业
及其影响”一章，对鸦片战争前后的教会医疗事业做了实证研究。此外，汤清所著
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论述了基督教“开创时期”
和“广传时期”的医药事业，而且该书在论述各差会的传教史时对其医药事业有

所涉及。在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邵玉铭编
的《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正中书局，1980年)等著作中，也涉及到了教会
医疗事业。在个案研究上，王尔敏对上海仁济医院做了实证的研究。上述研究对
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在文化传播、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整个
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还缺乏全面的研究。

虽然学术界对基督教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传教医生
的个案研究较少，对早期来华的传教医生的研究更是不足。之所以选择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是最早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医生之
一，是早期传教医生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长期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医务传
教活动，比伯驾等人活动范围更广，对中国社会文化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通过

对他的考察，可以从侧面看到当时基督教在华传播状况及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变
化，同时对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有更深刻的认识。可以说，对他的个案研究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雒魏林本人的英文著作有《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砌口
』切匆(加口，』l互bsfD刀口，)，f甩C协f，z口：口^7a，7口f扣P矿2’，wP，z纱】名口瑙’．E乃汐P，．fP刀cP，London：
1861．)，在著作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医务传教活动及当时的教会医疗卫
生事业概况，是研究他本人的直接材料。同时，还有大量的基督教教会文献，包
括各差会的教务报告、会议记录、传教史志、传教士的自传和同记等。另外，中
文文献对于雒魏林也有零星的记载，但相对较少。可以说相关的资料比较丰富，
却比较分散，且存在许多不实的叙述。如雒魏林在其著作《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
中对青浦教案中自己的罪行没有任何涉及，而对于外国势力的不法活动却有很多
美化。在广泛搜集外文资料的同时，还要尽力查找这一方面的中文史料。在此基
础上加以分析和考证，才能理清雒魏林在华活动的脉络，并得出对其活动的正确
评价，从而对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医疗事业有J下确的认识。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尽管许多外文著作和教会文献中都涉及到雒魏林的活动，
不过至今依然没有专门的研究。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近代来华新
教传教士列传》对他有专门的介绍，但主要是介绍其在中国的部分活动，缺乏深
入的分析。香港G．H．Choa所著的《新教传教医生在中国》(厅D芒Ps芒a，7f舱以阳』
朐ssjD加rjes拍砌J册，The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90．)以伯驾、雒

魏林等人为主要个案，论述了传教医生在传教、行医中的作用，也仅仅对雒魏林
在华医务传教活动进行简单的介绍。本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力图对雒魏林在华活
动作一全面的考察，并且以此为实例，对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医务传道活动作一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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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鸦片战争前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状况

(一)来华基督教人士的早期医务实践
在近代基督教医务传教活动展开之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应用已经有了一些

记载。早在唐代景教入华之时，已有藉医传教的记录。元代也旱可温教士，也曾
将西医西药传人，在京师设医院日广惠施。1 1569年，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设立
医院，为人治病。与西方医学密切相关的西洋药学也同时传入中国，《药露说》、
《本草补》是西洋药物学最早传入中国的书籍。明术来华的利玛窦(Mattheus
Ricci)、龙华民(Longobardi PN．)、邓玉函(Joannes Terrenz)、卜弥格(Boym

M．)等都通医术，他们中又以邓玉函、卜弥格最为突出。邓玉函来华前曾在欧洲
行医，来华后曾在澳门行医，并做病理解剖。卜弥格在医术上极有造诣，曾为波
兰国王的首席御医。来华传教期间他著有《医钥》、《中国医家》等书，将中国
医术向西方介绍。到清代，因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崇，使传教士中的善医
者开始为阜室服务。内地有些地方，甚至争宫中都已经使用西药。康熙阜帝患疟
疾心悸症、上唇生瘤，均由传教士用西医西药治愈。鲍仲义、樊继训、罗德先、
罗怀中、安泰五人都是康熙时来华的传教士，都在太医院任职。他们除给皇帝、
王公大臣看病外，还经常施舍医药给穷人。乾隆时来华的韩国英、索德超也是医
生。2 19世纪前由天主教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医学虽然涉及了西医理论、临床、药

物及制法等，但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当时西方医学的一般水平。而且，当时的西医
在对疾病认识和治疗上并不比中医高明，并没有使当时的中国人真正发生兴趣，
对于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也很有限。即使已经传人中国的西方医学知识，也由于
缺乏可以凭借的依托，很快淹没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里。总体上，来华的天主
教传教士中精通医学的比较少，与下层民众接触也少，并没有真正将传教和医学
结合起来，还没有形成医务传教。

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来华揭开了西方医学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
序幕。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n Morrison，1782．1834)来到澳门，
标志着近代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始。作为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马
礼逊在翻译、出版、教育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医务方面的开创之功也
不容忽视。他在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同时，还兼任在华西方人的汉语教师。其学
生中有一个名叫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的医生，与李文斯顿(JollIl

LivingStone)、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ge)齐名，是当时西医东传方
面的重要人物之一。皮尔逊于1805年写了一本《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首
次向中国介绍了种痘免疫之法。后由斯当东代为译成中文，中国生徒海官又学习
其法，西医种痘法于是流行于中国。3成功的传播种痘法“是近代东方历史上的
大事件，其出版的小册子广为流传并相当有作用。”4从皮尔逊开始传播的牛痘
接种方法，在西医最初未能形成影响时，成为来华传教医生行医的主要方式。随
着同后教会在中国各地开办医院，种痘方法沿长江流域向内地传播，一直深入到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面临着一系列困

难。正如传教士史蒂芬(Stephcn)在《中国丛报》(幼拍Pse脚Dsj芒D巧)上提出
1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页

2曹增友： 《传教，I：’j中国科学》，宗教文化⋯版社，1999年，第353—355页

3李志刚： 《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54页

4鞭蛩～v黼、oe畦感。The Medical键issi8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Twenty Ye8rs’!Bxperience

，p．1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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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华宣教的难点：①束缚外国人的法律：②禁止外国宗教的法令；③中国的教
育系统：④语言上的障碍。但他还提到了在华传教的一些有利条件：①可与中国
人特别是穷人进行有限的交往，尤其是在港澳、广州等沿海地区；②知识读物的
散发；③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阶层；④中国穷苦人的意向；⑤外国传教士在华传
教的兴趣等等。1因此，他认为需要适当改变单纯宣讲教义的传教方式以适应中
国的国情，而通过医务活动来传教则是一种最佳的方法。因为“医生的医务工作，
不单表现在形式上，而且深入到患者的家中，医生治疗并安扰他们的心灵、诊治
他们的身体，耐心倾听患者反复诉说的重重心事：因病痛带来的苦恼和忧郁，用
同情的语言抚慰、鼓励患者。陌生人立即觉得医生是个朋友，是可以信任倾诉的，
从而获得慰籍。”2

基督教差会派遣传教士来华，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给中国人治疗疾病，而是“通
过治病救人方式向中国人展示基督教真实的仁慈，并创造机会向那些求诊的病人

传播基督教义。”3在传教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借助医务进行传教比直接传教更有
效果，也是考虑到在华传教士的身体状况。因为当时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因不能适
应气候和生活条件的改变，健康状况普遍不佳，导致过早的死亡或回到国内。比
如在美部会开展传教活动的最初二十多年时间罩，该会有45名传教士死于国外，
还有31人由于健康原因而提前回国。针对这种情况，美部会让其部分传教士接受
医学训练，然后分别派往不同地区，为他们的同伴提供医疗服务。从1819．1834

年问，美部会共派遣了7名精通医学的传教士到全国各地。4
在马礼逊来华期间，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Edinbu喀1)的副校长贝尔德曾

请马礼逊代为调查中国贫民、病人、孤独、疯狂者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因为贝氏
正在收集资料以研究全球贫穷苦难的历史。马礼逊则转请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温
斯顿代作详细调查。李医生就此论题写出的文章，刊载于马礼逊与米怜于1817
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的《印支搜闻》(Indo—Chinese C1ean们季刊上，并另
行直接寄给贝博士。另有赫奇尼(Hackney)一家园艺公司为搜集全世界各地之植
物，曾致函马礼逊请求代为收集中国野生植物之种子，后亦为李医生代为进行。
5

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个诊所，主要治疗眼病，也兼治内外
科疾病。他们不仅为穷人治病，还注意研究和考察中医的治疗方法。他们在诊所
里建了一个小型中文医学书籍图书馆，拥有中文医学图书达800册。他们还聘请
了一位很有名的中医和药剂师来诊所服务。诊所开办不及数月，就有300人求诊。
6皮尔逊有时也来帮忙。这个诊所并没有维持多久，因马礼逊1823年回国休假不
得不关闭。对于这个诊所，汤森评论道：“它可以被视为是一批同类机构的先行
者，他的建立与在东方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密切相关。它也证明了马礼逊希望诊
所成为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想法，是切实可行的。”7

1827年，郭雷枢以东印度公司医生的身份来到澳门。在他眼罩，初来中国
最令人惊异的，并不是异于西方人的服饰和陌生的语言，而是随处可见的人们的
病痛和被各种不堪入目的疾病折磨着可怜的人群。最严重最无助的是盲人，那些
盲眼老人用拐杖探路，艰难前行，成群的乞丐紧随着人们求得施舍。这些都给他

1劬f门船P肋甜j．fD，y。v01．3，p．427
。幼妇PsP脚∞，￡D，y，v01．2。p．270
’Edward V．Gulick。乃f盯尸a以盯鲫d幼P彩鲫m，D，劬j朋。D．58
1

Edward V．Gulick，忍f盯尸a以盯鲫d拍P缈鲫m9 D，劬j觚p．48。p．60．
5李忠刚： 《皋督教早期确j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44页
o

Broomhall Marshal】，月06P厂f胁眺伽．彳朋ns圯r B“f胁r， p．1 06

q英】汤森著，王振华译： 《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人象{J：版社，2002年，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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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大的震动。1经过他的努力，加上东印度公司的有力赞助，他创办了澳门眼
科医院。除来自澳门的人之外，也有其他地方的人前来求诊。到1832年10月，
他共诊治患者达4000人之多。2这所医院因郭雷枢不堪重负而在1832年底关闭。

在他们之后，还有一些西方医生和传教士在传播西医方面进行过努力。1828
年，白拉福(James H．Bradford)医生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免费诊所。这个诊所
规模不大，没有住院病房，但他们治愈了大量的患者。诊所存在了六、七年之久，
直到白拉福因健康问题回国为止。3来自德国的郭士立(Rev．Charles Gutzlaff)

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在南洋一带及中国沿海活动时，也曾借
助施医赠药作为传播宗教的媒介。尤其是郭士立，是初期来华传教士中的著名人
物之一，较早提出以医务传道作为传教的重要方式。他在中国沿海航行传教期问，
就向天津和江南一带的贫困阶层行医施药，以赢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在福州的
时候，他“几乎没有一天空着，但还是有loo多个病人没有接受治疗。这样的情
况远近闻名，有入甚至从50英罩外的地方赶来。”4

马礼逊等人在澳门、广州所开设的医院及诊所，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及东印
度公司的支持，而不是由基督教教会主持开办的。综观1807年至1834年在澳门、
广州等地这些基督教人士所做的医药工作，虽然在传播西方医学方面取得了一些
成就，但并不专业化。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传教医生，这些活动也不是严格意义的
医务传教工作，但他们的活动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在中国所做
的这些医药工作，对于那些想到中国发展传教事业的基督教会组织是个很大的启
发，并且为后来的医务传教活动积累了经验和打下了基础。

(二)近代基督教新教医务传教的形成和初步开展
1．伯驾来华及其医学实践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是近代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从事医务传教的
第一个传教医生。他于183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并取得医生文
凭。受美部会派遣，他于同年6月4同坐船来华，lO月6同到达广州，后又来到澳
门，并于12月南下新加坡学习汉语。在新加坡期间，他曾开设一诊所，专为华人
疗病，从1835年1月到lO月共治疗了一千多病人。5

1835年11月，伯驾又回到广州。不久，他开办了广州眼科医院(又称新豆栏
医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眼科专科医院。这所医院的开办标志着以行医治病
为主要手段的医务传教方法J下式形成，是西方医学在鸦片战争后向中国大规模输
入的前奏，它使中国医学从此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伯驾选择眼科是因为眼
病在广东比较普遍，并且中医对此束手无策。据他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
报告说，他的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
者住院。6除了治疗眼病，伯驾也治疗其它治病，很多时候要进行手术。外科手
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成功治疗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民众中产生了不少影
响。在广州医院开办的头两个月内，麻醉还没有使用，他就切除了一个巨大而危
险的肿瘤。1836年，他为中国病人做了第一例截肢手术。1838年，有一个病人下
颊生出肿瘤，伯驾为他成功地加以切除。1844年，伯驾第一次为一位病人作了膀
胱结石截除手术。在当时的中国这类疾病是极为常见的，伯驾的成功具有很大的

‘Harold Balme，劬砌口鲫d胁如朋胞讲cf疗B彳跏砂伽M砌翻，肘细fo疗口吵傀w幼聊P鸺L0ndon，192l，p．3l
2李志刚： 《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245页

’翻如PsP肋∞，r∞r，v01．2。p．276
4国勘船P肋∞，fD，r，vol-2。p．538
’Edward V．Gulick，忍f盯忍始Pr彻d拍P勿鲫mr矿凸如a，p．54
。E蕊"d N．Gu、lA．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D．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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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意义。1846年，乙醚麻醉术在西方首次得到应用。次年，伯驾就将其介绍到
中国。到了1848年，他又开始使用氯仿麻醉剂实施外科手术。‘麻醉术的使用更
使他在短短几个月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无怪乎有人评价他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
的大门，“不但在中国开创了后来成为传教站支柱的新式传教事业，同时也架设
了与中国人新的交流渠道。”2

伯驾很重视病案的记录和管理，他对于每一位病人的情况都有较详尽的记
载。自1835年11月4同医院开始营业至1836年1 1月4 R，医院就诊病人达

2152人次，一年之中诊治的眼病有47类，其他病例23类，女性癌症病不治者
有5宗。3由他开始的病历纪录，也逐渐形成了正规的体系。为了在观察和检查
病人身体方面有条不紊，医院开始使用专门的记录簿，通过表格详细描述病人的
基本情况。此后，医务传道会所属的每个医院都对重要的病例进行记录并报告，
为以后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1837年，伯驾挑选一些中国青年跟他学习医药学和英文，并在医院里帮助
做配药以及手术助手方面的事情。他是中国西医教育工作的开创者，是教育中国
学生的第一个外国医生。1医院开办之初，他还不敢在医院里公开传教，只是通

过与病人的接触来了解他们对宗教的看法。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在医院再次开张
时才开始公开传教。他在为病人手术前把有关教义的小册子送给病人，让他们自
己阅读，手术后再同病人宣讲教义内容。

1838年7月，伯驾在澳门又开办了一所医院。由于没有其他传教医生的帮
助，他于当年10月l同关闭该院回到广州。在这几个月中，他共诊治了700个
病人。51840年6月因鸦片战争爆发，他不得不关闭了广州医院。在1840年6
月到1842年10月间，他先后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城市游说，不断向商界
和医学界发表演说，宣传在中国从事的医务传教事业。这使他得到大批捐款，为
其在中国长期从事医务传教活动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直到1842年11月，他才
回到广州重新恢复医院的业务。

恢复医院的正常业务后，病人数量R增，每天平均赴诊的病人约二百至三百
人。有时甚至达到六百人，医院事务同趋繁忙。伯驾1845年的报告表明，从医
院成立到1845年7月共为18000多名患者解除痛苦。6医院在伯驾主持期间，也
聘用中国人为传译及配药助理。此外，郭雷枢、安德逊两位医生也常来帮忙。在
中国传统医学中，诊断、治疗、配药几乎都由医生一人负责，一医多能，而近代
医院通常一人一科。随着医院的建立，西方医院的管理方法也被伯驾带到中国。
在病人进入医院后，伯驾先发以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按照号牌上的
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这种方式后来被教会医院普遍运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挂号制度。从而，医院可以管理日益增多的病人，并提高了效率，使医疗活动能
够有序进行。

伯驾的大获成功，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信任与尊敬。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也在
一份报告中称赞伯驾：“他以最安全、最聪明、最捷近的方式，在地球的这片广

1马们英等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j版社，1993年，第338—339页
。EdWard V．Gulick，忍￡盯尸a以盯a力d t加印印功酽D，∞f册，p．55
3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Iary Hoxie Jones， 月芒拍e助如芒D，三鲫cP}一』∞№r，D，拍P白力￡册

}{0spjtai，i835一i935。P．蝻
4 Edward V．Gulick，乃￡盯忍心er棚∥幼P勿鲫血矿口，功Z慨p．55
3

Cbinese RepositDry。N“．2．D．4、A

o功．扬PsP斤jjpnsj￡aI．J，，v01．14，p．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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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区域，大步推进文明和真理的事业。”1 1855年，该医院由传教医生嘉约翰
(John G1asgow Kerr)接替负责。1856年，医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1859
年1月，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重新建立医院，更名为博济医院。
2．“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成立

郭雷枢和伯驾从一开始就认为医务传教如果要很好地开展下去，就必须有一
个统一的组织。1835年底，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任用医

生作为对华传教士的商榷书》(Suggestions wim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 s as Missionaries t0 China)，明确提出医务活动能为西方文化的输入提
供机会，表达了当时当华新教传教士的共同看法。他认为要想引导中国人“精神
反省”，惟一的办法是在他们中间展开慈善活动和展示人道的德行。他呼吁西方
“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们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的
基督教铺平道路"。2

1838年2月21日，在广州外商总会召开了“中国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的J下式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十几人，其
中包括一些英美商人和其他人士。大会选举郭雷枢任主席，伯驾、裨治文等4
人任副主席。大会确定了传教医生的职责、医生的资格，并讨论了设立图书馆、
博物馆及其他事项。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是：“通过为中国人治病，向他们传授
医学知识和上帝的福音，使他们消除长期存在的偏见和民族排斥情绪，使他们认
识到他们所仇视的人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他们摆脱苦难。⋯⋯不仅使他们与外国

人更加广泛地友好交往，而且向他们传播欧美的艺术和科学，最后向他们宣扬上
帝的福音来消除他们脑子罩的迷信思想。”3

中国医务传道会的目标和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4
①旨在鼓励在中国人中传播医学，并提供机会进行基督教的慈善活动和

社会服务；
②旨在将“西方的科学、病人调查及新的发现”所带来的益处在中国人

当中传播开来；

⑧旨在建立信任和友谊，从而将基督福音传给异教的中国人；
④旨在激发人们以科学精神探求真理，反对迷信和愚昧；
⑤旨在为解除人类的痛苦做贡献，治愈疾患；
⑥旨在教育和培训西医学中国青年人才；
⑦旨在以将来中国出现的科学发现来提高和普及医学。

医务传道会除通过眼科医局专治眼科外，决定以后还要增设外科、耳科、皮
肤科、妇科和儿科等，以扩大与中国人的接触范围。“中国医务传道会”是第一
个将医学和传教事业结合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它的成立，使传教医生在华从事的
医务活动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并有了一个专门管理调控的机构和较为稳定的经
济后盾。

这一时期是基督教医务传教的开创阶段。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传教士的
活动最初只能局限于澳门和广州以及华人聚居的南洋等地，传教医生也不敢公开
进行传教活动。他们通过医疗活动和中国基层社会有所接触，但传教工作进展缓
慢。到此时为止，西方医学所取得的那些新成就还没有真正传到中国来。但经过

1【美】乔纳森·斯潘塞著，曹德骏等译： 《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第44页

2赵春晨、雷雨Ⅲ等： 《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5页。

3 ChineSe R印ository，v01．7，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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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经营毕竟建立了几所教会医院，并成立了统一的组织机构，为后来医务传
教的广泛开展打下了基础。

(三)鸦片战争与医务传教活动的广泛开展
在鸦片战争之前，早期来华的传教医生是零星的，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很有

限。传教医生主要以个人的力量开办医院，并且时断时续。医院的规模都不大，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诊所。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传教
士获得了许多特权。《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

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
1《中法黄埔条约》中也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掌、医人院、同急
院、学房、坟地各项”。2这些条约的规定为传教医生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提供
了依据，也为医务传教提供了法律保护。从而，中国医务传道会认为“我们传道
会的工作再也不会局限在帝国一隅，医院也不会限制在一个地点，⋯⋯准备在一
定程度上利用这些新开辟的通商口岸。”3此后，传教医生开始在通商口岸合法地
进行医务传教，并设立医院、渗所。

1841年1月，英军占领香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大量移民涌入香
港，使得狭小的港岛变得拥挤不堪，加上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
和黄疸病。1843年，为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港英当局开始委派医务
官员，同时在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3年6月，英国伦敦会传教医
生合信(Hobson B．)来到香港主持开办了第一家西式医院。1845年，在香港的
医务官员和传教士组织成立了“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Tucker)
任会长，合信任秘书，成员共7人。该学会主要目标在于加强医药学方面的交流，
对关乎大众健康的诸如流行病等问题展开讨论。学会下设图书馆以及博物馆。他
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讲座会。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
希伯尔格(Hirschberg)来接替合信负责医院工作，并新开了两家诊所，一个设
在九龙一个中国基督徒开办的学堂里，另一间则设在伦敦会的一个教堂里。赫希
伯尔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4

在广州，由伯驾创办的眼科医院，在鸦片战争进行期间一度停止活动。广州
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这里很快便门庭若市。1848年，合信离开香港来到广州。不
久，他在金利埠创办了惠爱医院。一批先前已经入教、粗通医学的人，如梁发、
梁佳臣、卢挺善、周勤堂等人供职其中。同年，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也在这里办起
学校和赠医所。5嘉约翰(Kerr J．G．)是美国传教医生，1854年受长老会的委派
来到广州，在伯驾的眼科医局当医生，同时为长老会筹设惠济医局。第二次鸦片
战争期间，嘉约翰回到美国，一边继续在母校进修，一边为在中国医务传教进行
游说和募捐，并陆续购买了一批医疗器材，战争结束后他又重返中国。广州的眼
科医局和惠济医局在战争中都毁于战火。1859年，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重新开设了
一个医院，这就是中国著名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由美部会派来的传教医生

波乃耶(Dyer Ball)早于1839年就从新加坡来到澳门，1843年到香港开办诊所，
行医传教。1845年他到达广州，建立了教堂、诊所、学校等。由于第二次鸦片战
争的爆发，他不得不退居到澳门，他在广州的医学事业遭受了损失。另外，由美

1王铁崖编：《中外Jfl约章汇编》第l册，三联书店，1982年，第54页

2』．铁崖编：《中外IfI约章汇编》第l册，三联书店，1982年，第62页
3
Chinese R印osito哆，v01．2，p-1 90

’№l、、lam乙ockhar乞t the Medic8l秘issiDnary in ehina：A Narratiye 1碲enty Years’Experience

，pp．202—204

5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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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长老会派来的哈巴安德(Andrew Pa仕on Happer)医生于1851年在广州开办惠

济医院。他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1844年来华，先后在澳

门、广州两地行医、办学和传教。1

宁波于1844年1月J下式开埠，最先到来的是美国浸礼会医生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他既是来宁波的第一位传教医生，也是美国浸礼会在中国

开辟传教事业的第一人。他于1843年奉命来华，11月到达宁波。不久，他在宁

波城内办起诊所，主要诊治眼病患者。1845年4月，他重新建院，而且还从国

外得到一批捐赠。1848年，这家医院接受病人4671人次。由于多方面原因，医

院几度停办，在此期问他就去巡回施诊。1848年，他在报告中说，他从中国人
那里学到～种可以戒除烟瘾的中药疗法，应用后很有效。他还对宁波的中国医生

进行有关人体解剖和生理知识的特殊演讲，希望能激起他们对西方医药的兴趣和

认识。1854年他还发行了一份名为《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的中文杂志，介绍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他试图让中国医生也学习西医和应用

西医学，但当地入救治疾病时大多还是使用中医药，除了眼科疾病，信任外科手
术者并不多。2 1844年6月，美国长老会的麦嘉缔(Davie B．McCartee)到宁

波传教，在自己的家里开了诊所，也经常义务出诊。1855年，伦敦会传教医生

派克(William Parker)从上海到宁波，也建立了一所医院。他的工作取得了

极大的成功，但由于妻子染霍乱而死，他于1859年离开宁波回国。3

1843年11月，上海证式开埠。上海开埠后，首先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是
伦敦会的传教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他于1844年2月抵达上海，
随即开办上海最早一家西式医院，地址在南市附近的一所中国民居里。1857年
底他离开上海后，伦敦会委派合信任仁济医院院长。合信离开后，又有柯林斯

(Rev．C01lins)、韩德森(James Henderson)等人相继主持该院工作。随着

仁济医院的建立，其他一些传教医生也先后来到上海。1848年，美南监理会传

教士泰勒(Chas．Taylor)到上海开设诊所，五年后回国。1854年，由凯利

(Rev．Kelley)医生接替他的工作。1852年，美国浸信会的伯顿(G．W．Burton)

来到上海从事医务工作。1855年，美国圣公会的菲什(M．W．Fish)医师到上

海，在圣公会教堂附近设诊所行医传教。另外，内地会的创建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曾于1854年到达上海，也做了一些医务工作。4

厦门于1843年11月开埠。早在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粪为仁
(Wil 1iam Dean)、文惠廉(Rev．Boone)、麦毕烈特(Thomas MacBride)、娄理华

(Walter Lowie)就相继来到鼓浪屿和厦门。1842年6月，雅裨理、文惠廉与坎

明(Henry Cumming)一起在鼓浪屿开设一小型诊所，诊所就设在雅裨理的家中。

这间诊所不为医务传道会所认可，因为坎明不属于任何差会，但他依靠自己的力

量和热情为病人治病，同时也进行布道。这间诊所后迁移至厦门。1843年，美
国长老会医师赫伯恩(James Curtis Hepburn)来到厦门，开始与坎明一起工作。

诊所旁边的一座房子专门租来供病人住院，这是第一家开始有床位的教会医院。
来求诊的人越来越多，从1844年2月1日到来年7月1日，收治病人1862例。

。Edward V．Gulick，乃}盯尸a础盯加d拍P印册如g硝功如a'pp．73—74
2
ChineSe Reposito哆，v01．1 5，p．342．345

3
H缸o、d Ba)‰e，C}ll骶and Modem Medicine．A Sc钍dy in Medicnl Mts鳙onn哆D∽eioBment’p206

4 W、mambd畦c吼。The醅edicai辫issionary in China：A}妊rrative t口enty years’Experience

，pp．28l-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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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由于健康原因，赫伯恩返回美国。他于1859年重返远东，被派赴同本传播西
医。除此以外，这一时期先后来厦门的传教医师还有几位，但都因为健康问题而
被迫中断他们的活动。1845年后，厦门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医务传教事业也逐
渐发展起来。

福州于1844年7月j下式开埠。教会医院在福州出现得较晚，来福州的传教
医生也不多。最早在福州开办诊所的是美国美以美会的柯林和怀特(M．C．White)

柯林1845年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1846年奉命来华，9月到达福州。1848年
2月，经与怀特会商，他创办了一所男章学校。同时，他们也创办了福州第一个

西式诊所，经常给当地的穷人看病。他1851年离开福州，同年回国。1851年美
以美会的威尔纳(wiley)来继续这罩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国。1850年英国

圣公会的温敦(W川iam WeIton)也来到福州，在福州乌石山一带施医传教。他于
1856年秋回上海，翌年回国。2

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和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传教医生来到中国
开展医务传教活动。从伯驾开始的医务传教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成为英美

新教各差会和医学界、商人共同参与进行的一项规模巨大的事业。基督教医务传
教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①不再仅限于澳门、广州，而是扩展
到香港和新开放的几个通商口岸；②来华传教医生的人数大量增加；③医务传教
活动受到中国医务传道会和基督教各差会的大力支持。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雒
魏林作为传教医生也来到了中国。

1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204页

2礓l、、18斑Lo她甜t．％e秘edicai礁issionary in C|】ina：A a拓lrrative，Ⅳenty yearS’Experience

，pp．2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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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雒魏林在中国的活动

(一)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医务传教活动
1．在澳门和舟山的医务活动

1811年10月3 R，雒魏林出生于英国的利物浦。他曾在都柏林和伦敦的两
家医院学习医学，后毕业于伦敦盖伊医院，1833年取得行医资格。鸦片战争爆
发之前，英国传教士大多在南洋马六甲、巴达维亚、槟榔屿、新加坡等地活动。
到1838年，伦敦传教会看到伯驾在华医务活动有明显的效果，同时也需要传教
医生到华南充实该会，才决定也派遣传教医生前来中国。此时身为利物浦外科医
生的雒魏林得知这一消息，表示愿意献身于对华传教事业。经伦敦传教会的批准
和短期筹备后，他于1838年7月31同乘船离英来华，他也成为受医务传道会资
助的第一位传教医生。1

11月中旬，雒魏林首先到达了巴达维亚。1839年1月，他到达广州后先学
习了一个多月的汉语，汉语教师是伦敦会聘用的中国助手朱德郎。因为清政府此
时仍然例行禁教政策，雒魏林在广州无法开展行医传教工作。1839年2月28 R，

他又来到澳门，当地的英美商人和伯驾一致主张澳门医院由他重新开诊营业。澳
门医院是伯驾于1838年7月开办的，当时可以容纳200名病人。由于广州眼科
医院在1838年冬重新开放，伯驾在10月关闭了这所医院。21839年4月，林则

徐下令关闭洋行，但雒魏林所在的澳门并没受到多大影响。只不过他当时J下忙于
学习汉语，虽然偶尔会给一些急诊病人看病，但医院直到7月l同才正式开始限

量接纳病人。但到了8月问，中英关系渐趋紧张，林则徐把所有的英国人驱逐出
中国境内。8月底，雒魏林只得把医院停业。9月初，他又前往巴达维亚，在那
里跟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nurst)继续学习中文。在此期间，共
接受病人167例，均为门诊病人。3

1840年5月，雒魏林又悄悄返回澳门。不久，他又重新开起了澳门医院，
并得到了传教医生戴弗尔和合信的帮助。英国J下式发动鸦片战争后，他把澳门医
院交给合信负责，奉命跟随英国军队乘兵船前往浙江定海开设医院。4舟山群岛
在鸦片战争中曾两度被英军占领，第二次占领一直持续到1846年。在此期间，
有不少新教传教士访问过舟山。雒魏林是这一时期在舟山活动时间最长的传教
士。1840年9月，他在定海开设了一个诊所。开始时，当地人不信任西方人开
的诊所，很少有人前来就诊。雒魏林就主动在大街上进行宣传，向行人散发传单，
逐渐吸引了一些病人。5由于水土不服，传染病在英军中流行，因此他还负责给
驻扎该地的英军治病。到次年2月，英国侵略军从舟山撤退。他害怕没有保护，
把刚开了四个多月的诊所关掉，跟随英国兵船又回到澳门。在此期问他诊断了不
少病人，据他估计不少于3500人，病人得的主要是感冒和其他疾病。“大量的人
来到诊所，不仅来自舟山的偏远地区，而且来自内陆的各个地区。居民像信任一
些长期建立起来的医院一样信任外国医生，我在那罩已经和居民建立起了良好的
关系。”6

、E￡豫ard、．Gu、ick，Peter Parker and tAe印ening of China。p．14
2
Edward V．Gulick，舟f盯忍础盯加d f力P勿鲫两g D，国Z鸺p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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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舟山，他发现中国人自杀的情况很多。“他们的自杀方式大多是吞食鸦片、
上吊和投河，还有些富人会通过吞食金子和砒霜自杀。在医院罩，我们唯一能处
理的是吞食砒霜的自杀。”1他认为人们自杀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对生活
的失望和复仇。

通过这次在舟山的短期试验，雒魏林建议英军以后每占领一块地方，医务传
道会应立即派代理人去建立医院。在他给医务传道会的报告中称：“舟山群岛已
置于英国势力之下，医务道教会有必要派出一位代理人，到该地区的首府建立医
院。为尽可能地解除当地百姓的病痛和实现医务传道会的目的，可以在这个新的
军港试验这种手段，以获取百姓思想上有益的影响。”2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赢得人
心，以巩固英军的占领。

1841年2月回到澳门后，他又开始把澳门医院继续办下去。不久，他和寄
居澳门的一位英国女子结婚。当香港被英国占据后，他于1842年到了香港。他
希望能再次去舟山开展医务活动，但一直等到1843年春。在此期间，他掌管着
医务传道会在香港的医院。1843年6月13日，雒魏林奉伦敦传教会之命带着他
的妻子，以“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名义再次到舟山开设诊所。1843年7月，他
还和米怜在宁波逗留了几天，这段时间大约有两百人来看病，其中有几个患有自
内障的人。，在舟山呆了几个月，他又医治了几百名病人。中国医务传道会在年
度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他开办舟山医院的情况：“当病人一旦摆脱了中国官吏的监
督和限制，就会为分发宗教书籍和自由布道提供宽松的环境。圣经中合适的章节
和宗教小册子都自由地分发到住院病人的手中。⋯⋯当向他们解释圣经的神圣教
义时，他们至少是带着专注和敬仰的深情。”4

1843年底，他乘英国兵船两次到上海，调查建立传教据点和医院的可能性。
在向香港伦敦传教会负责人的报告中，他认为上海的战略地位远比舟山重要，上
海“对于医务传教会计划的成功进行可以提供不寻常的便利”，5应在上海建立永
久性的医院设施。经伦敦传教会研究，决定关闭舟山诊所，命令雒魏林到上海觅
址创办医院。

2．在上海的活动

1844年1月，雒魏林关闭了在舟山的诊所，带着妻子前往上海。2月中旬，
他在县城南门附近租用了一座房屋办起了医院，开始向周围居民施医送药并开始
传教。6因拓展业务的需要，这所医院经多次搬迁扩建。医院地处北门外，属于
华界，且房屋的外形为中式，又专为中国百姓治病，又称中国医院。它又曾一度
迁到山东路，改名为山东路医院，最后定名为“仁济医馆”(1932年正式定名
为仁济医院)。实际上，医院是二层楼房，大门内有大厅一间，为候诊之所，内
为病室，分为上中下三等。凡无力延医者，均往该院诊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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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医院是上海最早的西医医院，其建设费用主要由英国商人、侨民捐赠和
香港医学会募捐。这所医院的开设标志着基督教医务传教事业在上海的开始。这
所简陋的医院，实际上也是上海最早的新教传教事业中心。在治疗病人的同时，
医院也为“受难的人们”提供了“忏悔”的机会，同时也起到了教堂的作用。这
所医院的宗旨“即是服务的历史，为受难的人们服务”。。雒魏林曾得意地夸耀说，

真理找到了通向那些若无医院将从不知福音之人心灵的道路，任何其他手段都无
法取得如此有效的成就。虽然刚开始医院条件比较简陋，但因免费施诊，也吸引
了很多病人。伦敦会除了这所医院外，在城内教堂里也开设小诊所，每周二、五
施诊服务。雒魏林还利用侨民的资助设立基令会，建造了一座楼房，内设有门诊
大厅和宽敞的病房。医院的声望也R渐响亮，越来越多的病人前来求诊。2到1845
年6月底，已有万余病人就诊。在开头二年，已达到19，ooO人次，1847年有
15，ooO名病人就诊。当时也有大量的瘾君子来医院戒烟，虽然他为一些人成功
地戒除毒瘾，但总的来说，他对此并不是太乐观，因为他认为大多数戒烟的人自
己本身缺乏信心。

在建立医院的同时，他对医院实行西方现代式的经营管理模式。王尔敏评价
他说，“不但是一个仁慈医生国手，救治群尘，亦且在一个组织机构机制而言，
也是一个创业典范。对仁济医院开创体制，雒魏林一开始即奠定有效体制、良好
基础。们1846年，他首先在上海组织中华医务传道会上海分会，推选董事四人，
以商业人士为主，形成医院的最高监察机关。其职责在于评估医院发展前景，并
积极筹募资金。分会每年开会一次，医院工作即由分会任命的七人委员会推动。
七人委员会中，三位法定人数须由捐款人每年选举任命，而捐款人每年捐银元五

元以上者即获得在年会的投票权。这样一来，医院的工作就处于捐款人和教会的
实际控制之下。为维持免费诊病，医院还向社会募捐。同治十一年(1872)《申报》
载“医馆募捐"：“仁济医馆之设也，规模创建固已历有年所矣。现在就诊之人日
益多，开销之费同益大，从前捐数所人不敷，今拟重行广募资集事”。4

雒魏林与英国医学界人士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医院往往能

够及时接受近代西医学的最新发现和发明，并很快应用于临床。从而使上海跟上
了世界先进医疗技术的发展潮流。如1849年在西方出现了氯仿麻醉法，第二年仁
济医院就将其应用于外科手术中。1875年，西方施行了第一例无菌手术，一年后
仁济医院的重要外科手术均在无菌状况下进行。5随着无菌消毒方法的进一步改
进，手术人员开始重视清洁并穿戴灭菌手术衣、手套和口罩，手术室内的大量围
观者也被禁止进入。这些都为当时的中国教会医院及时采纳。仁济医院开创了外
科消毒法在中国的率先应用，标志着医院已具有相当高的医疗技术水平。

同时，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之下，在上海也出现了施医公局一类免费的医药机
构，这主要是由上海一些慈善人士所开办。这比传统的施医局规模要大得多。施
医公局延请了许多中医专家坐堂，凡是眼科和外科方面的医药都免费提供。施医
公局还为上海不同的药店轮流发放中药，并设立了一笔资金。这吸引了大量的患
者，在每个门诊R都有30卜500人前来就诊，特别是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人满

1葛壮：《宗教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卜海书店，1999年，第121页

2飞；^、la蕊j＼o漱畎气．The键edical啭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撕enty Years’Experienl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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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尔敏： 《上海仁济医院史略》，载林治甲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1994年，第399页

’《申报》1872年lO月15丌，医院募扪，转引自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第82页

5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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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

传教医生开设医院，是为了接近中国民众，通过医治疾病以取得病人的好感，
从而达到发展外国教会势力和缓和中国人民反抗的目的。早期在上海活动的英国
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lns)等，就经常

轮流到仁济医院向病人传教和散发福音书。同时，他们也到设在上海县城内的分
诊所去，向病人传教。

雒魏林在报告中介绍了医院一天的同常活动，“医院每天早上七点半打铃，

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包括仆人和家属，都必须到大厅内集合去听牧师用中
文讲道，同时参加祈祷。在九点，医院提供病人可能需要的药品。到十一点半，
铃声会响半个小时来提醒医院『F式开始R常活动。在外面等候的病人立即集合起
来，接受为他们而进行的宗教服务。下午门诊开放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陪同来的
家属，也必须集中听外国牧师讲道。⋯⋯女人和男人们分批进入，由看门人发给
竹签。病人们按照竹签上的号码分成两队，在大厅集合。然后，他们逐个接受医
生的检查，并领取药品。需要进行特殊治疗或手术时，要等到全部病人检查完毕

之后进行。⋯⋯在晚上我们也看望住院的病人，以防突发事件。”2来医院看病，
不管病人愿意与否，一概先听道后看病。对于那些起不了床的重病人，传教士就
去他们病房罩讲道。他在信中说道，每周三次由麦都思等向病人集体布道，每次
参加的女性30一60名之间，男性在50一80名之间，有时会更多些。集会时，他会
“应他们的要求，发放宗教小册子和书籍，以让他们病愈回家时随身带上以赠给
他们的亲友。”对于传教士在医院向病人发放传教小册子，他认为，在这样的环
境下，大多数病人会“怀着崇敬之心诚心地”予以接受。3

1844年12月，他在给中国医务传道会哈克尼援助会(Hackney Chinese

Association in Aid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的信中写道：“我
一到上海就开始医疗活动，开始的时候在麦都思家里进行。5月，我和家人搬进
了新的住所，病人因此也有不错的居住条件。当我为人治病的消息一传开，病人

们就成群结队而来。从2月中旬至今，共有lO，ooO名病人前来求诊，给他们配
的药物疗程长短不一。⋯⋯不少病人还从苏州、南京、镇江及其他许多地方前来
求诊，甚至还有的来自崇明岛。这些病人与我同住一段时间后，大多都带着一定
剂量的药品及相应的用药说明回家。医院刚营业就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真令人
兴奋。”1

在施医的过程中，他定期向医务传道会提供医院的医学报告，详细记录了每
年的病人数量及主要病例。1844年5月到1845年7月的医疗情况，据他呈送中
国医务传道会的报告称，自从医院在上海建立，雒魏林一直在努力向当地人介绍

疫苗接种，并对从香港医院发送过来的淋巴液进行了反复试验，使用之后发现相
当有效。他给上海的中国驻军长官的一个女儿接种疫苗，他其余的子女及所辖士
兵的30名子女，还有附近的儿童后来都接种了疫苗。除此之外，还有20名外地
儿童也在医院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也被当地的医生使用。一位来自苏州的中医
向他请教种痘的方法，他进行了演示并赠给他疫苗。那位中医回苏州后，给当地

1
Chinese Repository， v01．12，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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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儿童种痘。1在此期间医院的病人总数为10，978例。其中消化不良、胃
痛1434例；咳嗽725例；风湿病1275例：角膜溃疡892例；角膜自斑360例；
异状胬肉388例。他还进行了一些手术。其中白内障18例，阴囊给水26例，异
状胬肉2例。2

在1846年7月至1847年7月的这一段时期，病人数量大增，是医院成立以
来病人人数最多的一年，总数达到15，217例。对此，他认为大概是因为当地民
众对外国人有了更多信任，也与新大楼为医院及门诊病人提供了更理想的就医环
境有关。年度报告称，1847年整个春季，天花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肆虐，几乎
每一家都遭受其害，许多儿童因此死亡。这一年，他还医治了一些因参加海盗而
受到严重烧伤和枪伤的病人。31847年7月至1848年12月的报告称，1848年6、
7月潮湿的天气导致脑炎盛行，许多人在病发第七天死亡，同时也有许多人死于
霍乱，在秋冬季节遭遇多年不遇的间歇性发热和腹泻。在这18个月中，病人数
量与过去的年份基本一致，共计14，386例，分102类。4

1849年的年度报告称，当年春夏时节阴雨连绵，是多年不遇的多雨之年，
对当地居民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胆汁质问歇性热病与痢疾肆虐，造成大量

当地居民死亡。除去住院病人，本年度共有9020例门诊病人得到医治，病分为
113类，位居前几位的分别是：消化不良987例，吸食鸦片734例，间歇性热病

636例，风湿病620例，咳嗽573例，沙眼360例。5为了扩大医院的影响，他还
在上海城区城隍庙后的的伦敦会小教堂内开设了一家诊所，每周开放两天，“前
来就诊的病人感觉满意，许多店员及其他行业的人员因无法远赴城郊的上海医院
就诊，一般都来这个诊所看病。”这个诊所在他的主持下维持了好几年。6在灾荒
时期，医院每天早晨还会发放一些救济品，来帮助那些灾民。

1850年的年度报告中，病人总数为9，352例。其中间歇性发烧674例，风
湿病616例，沙眼235例，发癣150例，角膜溃疡166例，倒睫症166例。7

1852年年初，医院新开了一个厨房，经常向穷人施舍饭菜。据他叙述，这
个厨房开放了九周，给穷人发放了34，ooO碗饭。后来，又断断续续开放了几个
月。购买这些食物的资金是由几个外国人提供的，他们希望帮助挨饿的人。这一
年，由于健康状况不良，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英国。5

1853年，感冒和各种传染病在上海流行。每隔一周或者十天就会出现一次
高潮，致使许多病人在很长一段时间罩服用了大量奎宁。尤其到了秋天，情况更
加严重。1854年，许多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中国工人受伤，被送到医院诊治。经
常十个或十二个人被同时送到医院，大部分是由于事故而受伤，很多人因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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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o这年夏天，他还去上海的监狱看望犯人，希望能给他们进行一些治疗。他
见识了中国刑罚的残酷，“四个被杀死的人被扔在监狱大门口，还有三个人受了
枪伤，别的人也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个监狱传来犯人的呻吟声。”他要求给受伤
的犯人治病，但被监狱的官员制止，不过他还是得到犯人们的感谢。2

小刀会占领上海期间，他曾试图增加病房的数量。但由于清军与小刀会作战
时的炮弹常常落到医院附近，他认为增加病房不安全，就放弃了。不过，他还是
给现有的病房增加了阳台，希望能使病人觉得更舒服。另外，还对医院的其他设
施进行了～些改造，使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他提到“在医院里养伤的清兵和小
刀会成员，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做到了和平相处。他们在接受医院治疗的同时，有
时也会互相帮助。”’

1857年春天和秋天，传染病在上海流行，许多人因感染而失明。很多人在
医院接受治疗而恢复了健康，但一些偏远地区的人因为来的太晚而错过了治疗的
时机。4

在治病过程中，他注意到眼病在中国人中很普遍。他们由于眼睛发炎，又没
有得到及时诊治，导致眼的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了眼疾。他觉得对于眼病，中医
无法诊断，也没有办法进行治疗。另外，北方气候剧烈的变化也加剧了眼病的发

展。对于一些不能按时来接受治疗的病人，他常常抱怨，“我警告他们如果不能

每天按时治疗，他们将会失明。这样，他们才会隔两天来一次。但当他们发现眼
病有些好转，往往会五六天不来医院。由于这样的疏忽，刚好转的眼病又恶化了。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每天都来，他们说工作很忙，不方便常来这里。”5

同时，他对某些病人不道德的表现很不满。一天，一个背部受伤并昏迷的病
人被送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渗治后，他醒过来了。醒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趁
着医院工作人员不注意，偷走了他们的衣服，并拿到大街上去卖。雒魏林听说了
这件事，很生气。但他仍认为大部分病人对医院是有感激之情的，“虽然发生了
这样的事，但我们的工作还是在继续。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获取人们的感激，
而是向他们证明基督的仁慈。⋯⋯希望能使他们明白基督教并不仅是一种教义，

而是一种慈善的准则。甚至对于那些没有感恩之心和有罪的人，我们也会宽恕。”
6同时，他也赞扬了病人家属、朋友们对病人的关怀之情，“让人高兴的是，穷人
对患病的朋友关怀备至。从这些人的身上能看到人们之间真J下的感情，这可以用
很多例子证明。把生病的人看成累赘、把他们带到医院里却不进行护理，而只是
为了摆脱他们，这样的事是几乎没有的。病人的家属和朋友们总体上做得很好，
他们力所能及地满足了病人的需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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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魏林在行医的过程中曾经也招收了一些学生和助手，在不同程度上向他们
传授医术。当然，培养中国青年，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希望通过培养
这些中国青年，传播西医学，以寻找到一条能促使中国百姓能完全信任和接受西
学的途径。他评价说，“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后来又学会了
英文。他们在医院里既是医生的助手，又担任翻译。我对他们的造诣和在治病中
显示出的才华，大为惊叹。他们中不少人离开了医院，在广东省偏远地区私人独
立行医。”1并且因为工作繁忙，他对自己的学生并不能进行系统的医学教育。他
的学生中几乎没有出色的人才，大都浅尝辄止，令他经常感到失望。但也有一个

名叫黄春甫的青年，表现得较为出色。雒魏林评价他“学了很多内外科的医术”，
“当合信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中国时，他已经能够使医院的工作正常继续下去⋯⋯
他能很好地主刀进行一些小手术，并能为医院碰到的常见病例开处方。”2黄春
甫后来接受洗礼成为基督信徒，并从事医疗工作，在仁济医院任职达43年之久。
另外，还有一个学生进行了一段时期的学习后，能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他回到
家乡后开办了一家诊所，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医院的开办是极为成功的，在1844至1856年间，这十三年医治病人总数为
150，ooO人次。若比较看，1860年有16，113人次；1861年有38，069人次；
可见历年剧增，数量甚巨。3

1857年底，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雒魏林决定回国休养。病人们听说了他要
离开上海的消息，就给他送来了牌匾。牌匾上写满了那些病人的名字和他们被治
好的病，“牌匾被装饰在大厅罩，对看到它的人很有吸引力，它留下了病人们美
好的记忆。’’4在离开上海后，他还收到了几个中国病人的感谢信。信上写道：“人
们在世界上相遇，有些人做了善事，却从不谋求获得赞扬。他们随时准备帮助那
些有困难的人，对于贫困的人总能给予慷慨的援助。⋯⋯雒魏林医生是个有崇高
精神的人，他的医学才能值得我们骄傲。他习惯于容忍别人，一直乐于做好事。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带有善意。⋯⋯他从不讲空话，做事很有条理，总友好地对待
每个人。他以超常的忍耐心赢得了大家的拥护。⋯⋯他把药分给穷人，但从来没
有瞧不起他们。他解除了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的治疗很有效，内在的病症也被
他的治疗所抑制。他的门永远对病人开放，医院罩经常挤满看病的人，而他从未
觉得麻烦。他给病人建立了舒适的病房，还雇人照顾他们，却从不收费。⋯⋯当
他坐船回国时，我们一直远远望着，希望他能够快乐。也许明年春暖花开时，他
还会回来。”5

1857年12月，他乘船离开上海，次年1月底回到英国。不久，他被任命为
伦敦医务会的会长。
(二)在中国的其他活动

1．雒魏林与青浦教案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获得了进入上海的权利。按照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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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巴富尔1845年强迫上海道台宫慕久订立的《上海租地章程》，外国人在上
海可以购地、造屋和居留，并议定“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
传教士们到达上海后，便买地建堂、设立医院，从事宗教文化活动。伴随着英国
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他们的宗教活动内容同渐减少，而文化侵略的性质却与
同俱增，从而引起了民教冲突。上海开埠之初，雒魏林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还协
助麦都思建立了伦敦会上海传教站，开始小心翼翼地在这个新辟的通商口岸进行
传教活动。刚开始他们还不免有些心虚，1845年2月，道光帝批准耆英关于弛
禁天主教的奏本后，他们的胆子逐渐大起来了。他们不仅在上海县城内外传教，
而且经常秘密去附近的城镇布道了。

1848年在上海发生的青浦教案，是近代中国最早发生的教案之一。雒魏林
和其他英美传教士，在这次教案发生前就已多次进入青浦和其他县城散发宗教传
单和布道。为了避免被官方以违约之名抓获，潜入内地的传教士们在出发前都要
做一番准备工作，于是他们“衣服语言与中国不同，遂改穿内地服饰，学习中国
口音；又恐关口盘诘，提取头发⋯⋯与内地人大略相同”。1他们潜入内地后，又
多联系当地教民作为向导。雒魏林等人也是事先雇好了民船，一般都在夜问上船，
进内地活动一天后，夜间又乘船回上海。

1848年3月8同，雒魏林偕同麦都思、慕维廉带了几捆传单，黎明前从上
海出发，租船到青浦。他们将船停靠离青浦县城血里的地方，然后进入县城的城
隍庙附近散发传单。当时有大批北上的漕粮船也停泊在青浦，来自各地的水手约
有1．3万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削减内河沼运而多利用海路运送，大量水
手将会被遣散。正巧3月7同的上渝继续遣散吴江一带的水手，雒魏林等人到达
青浦时早已万民糜集，人心骚动。他们三人在城随庙前的空场上散发布道“善书”，
一些在那里闲逛的山东籍水手纷纷上前索取。雒魏林见有不少人前来，就叫麦都
思、慕维廉走在前头散发。他手罩拿着拐杖，自己在后面给了这些水手一些传单。
据说他背对着人群，挡住了一些行人的去路。有个水手要求他让开一条路，但雒
魏林不肯让路，水手被他“轻轻打了一巴掌”。这引起了其他水手的鼓噪，纷纷
向他投掷石块。他就用拐杖驱赶人群，激起了众怒，于是水手们和他们在东门外
展开了一场搏斗。先是落在后面的雒魏林，后是回来救他的麦都思和慕维廉，都
先后被打，并被抢去了手表等物。后来来了几个人，像是来自县衙门，制止了水
手对传教士们的进一步攻击。2在这次事件中，中英双方对于几个传教士受伤程
度的说法明显不同。麦都思等人把自己所受到的殴辱和伤势说得很重。如麦都思
被人用锄头“打晕在地”， 慕维廉的腿被打得不能行走，而雒魏林更是几次被手
持铁链的人打得死去活来。，而苏松太道成龄则说他们只是“受有微伤”。4另外，
在是否违反了上海开埠时订的“外人行走之地，以一同往还，不得在外过夜”的
规定上，双方也有争议。成龄按照中国传统的时间概念，认为传教士们违反了约
定。而雒魏林等却将“一日”解释为24个小时，强词夺理地向英国领事报告说
“这样做并没有违反规定。"

随后，水手们把他们带回青浦县城，交给官府处理。县衙经过调解，就派兵
把他们送回上海。一到上海，他们立即向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哟rd
AIcock)汇报，要求英国政府进行报复。阿礼国随即约见苏松太道成龄，但他不
仅不承认英国传教士违法越境和打人的罪行，反而小题大做，有意歪曲事实和扩

1文庆等编：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中华书局，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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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l：版社，1992年，第7册，第846页



大事态，提出逞凶、赔偿的无理要求。咸龄一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竞遭阿礼国
以扇柄拍击头部。1之后，咸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写信向麦都思等慰问和
批准将两名参与斗殴的群众逮捕等，同时也向他们指出擅自去青浦“违反了协
定”。按事情经过看，这本是一次意外的纷乱和冲突，也不难秉公了结。但阿礼
国仍然不满，马上着手扩大事态，使交涉升级。3月13同，他向中国方面宣布
在未得到满意答复之前英国进出口船只将一概不付关税，并将阻止1400艘由海
路运米到北京的粮船出入长江口。次同，他调来英国军舰“契尔顿号”封锁长江
口。在上海的法国和美国领事，对阿礼国这一侵略行径是完全赞同的。当时阿礼
国只有两艘很小的军舰，一艘开往南京去要挟两江总督，另外一艘封锁港口。这
艘承担封锁任务的“契尔顿”号，仅是一艘装了十门小炮的双轨船，据说是靠了
一个“真J下的英国人’’毕德门船长的坚定，就把一千四百粮船挡住不能出口。当
时，道台曾下令让部分粮船在五十艘兵船护航下驶离港口，但却被这艘小小的英
国军舰开了几炮就吓住了。2

清政府在不明底细的情况下，最终屈服于英国军事力量的压力。结果，咸龄
被免职，由买办吴健彰署理苏松太道；在青浦逮捕了十名水手，押到上海枷号示
众；赔款白银三百两，中国地方官还亲赴英舰和传教士寓所道歉。一直到5月下
旬，吴健彰去英国领事馆面交定案公文，而后阿礼国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处理

结果，青浦事件才算告一段落。这本是一场水手和传教士之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斗殴事件，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协商解决，而清政府屈从于英国的压力，以对百姓
的严厉处置而结束。

这次事件既反映了外国侵略者的奸诈和虚伪，也暴露了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懦
弱和缺乏外交知识。地方官中也有像成龄那样具有『F义感、爱国心的官员，但由
于他们的无知和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对这样的事件也无能为力。因为英国人使
清政府屈服，而雒魏林等人的行为没有受到谴责，等于认可了他们的行为。此前
清政府虽然多次通知外国领事约束本国人不得越界游历，但这样的结案方式使这
一规定形同虚文。这次事件造成了很恶劣的后果，开辟了清廷在教案中屈服于列
强的先例。它使鸦片战争后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不断越出条约中规定的界
限，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显得合法化。“他们仰赖各国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尽可
能地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各国政府利用传教士制造的事端，进一步扩大事
态，将传教士追求的特权上升为有普遍意义的侵略利益。在西方对中国进行侵略
扩张的历史背景下，来自欧美的传教士不可能把他们的活动限于单纯的宗教范
围，而是或多或少的以各种形式卷入了西方在中国实施的强权政治。”3

雒魏林在这次事件中极不诚实。他分明是这次事件的肇事者，却向英国领事
做出夸大、歪曲的证词，将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在中国民众身上。后来，他又多次
参与指认“凶犯”，要求赔偿，在事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在《在华行医
传教二十年》一书中详述了自己行医传教的成绩，却只字未提这次事件的经过。
这正说明他自知理亏，不愿被后人知晓。
2．劝降小刀会

1853年9月，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9月7同刘丽川率上海小刀会占领上

‘中国史学会编：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l：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二册，第334页

2张力、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j|i版社，1987年，第338页

3吴义雄： 《红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_J：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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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县城，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苏松太道吴健彰，建立大明国，自称“统领
政教招讨大元帅”，并宣布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起义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队
伍发展很快，并相继占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

雒魏林在著作中叙述了整个起义的经过，可以看出他对起义基本上是抱敌视

态度的。当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后，在他的仁济医院里就收留了不少清军的伤病
员。他批评小刀会，说他们“肆无忌惮，全然不讲什么道德原则。为了贯彻自己
的主张，他们什么毒辣手段都会使，决不犹豫；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对老百姓什
么都干得出来。”t因为起义不利于他传教，他和在租界内的其他外国人一样恐慌，
希望能迅速把小刀会消灭掉。

从小刀会起义一开始，上海的外国势力就进行了蛮横无理的干涉。刚来中国

不久，后来成为“内地会”创始人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进入县城，
劝诱小刀会的领袖们接受调停。而他们坚定的表示：“要作战到底，甚至牺牲生

命也在所不惜。”2美国传教士晏玛太(Matulew Tyson Yates)向美国公使马沙利
(Marsalis)报告了小刀会起义的情况，并充当其译员前往县城察看。随后马沙

利写信给刘丽川，“要他保证对美国教会予以尊重”，晏玛太又“自告奋勇，替公
使致送公文”。马沙利还帮助苏松太道吴健彰逃跑，将其隐藏在美国领事馆，并
支持其重建反动政权。起义发生后，英、法领事宣布实行“中立”政策，并以上
海租界为中立地区，无论小刀会或清军都不得利用租界进行军事上的进攻和防
御。3看起来这对小刀会和清军都是公平的，英法驻军甚至还和清军发生过几次
冲突。但实际上，其中立完全是表面上的、虚伪的。1854年6月，吴健彰与英、
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关于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款，同意三国在上海海关

建立关税管理委员会，并允准在上海扩大租界，以此换取他们协助镇压小刀会起
义。他们在取得了许多特权后，立即抛弃了中立外衣，决定和清朝封建势力合作
共同扼杀小刀会起义。英美领事开始允许清军进入租界，甚至可以在租界修筑炮
台来进攻上海县城。虽然清军获得了外国的支持，但仍然无法击败起义军。于是，
为了维护“贸易与和平"，法国政府第一个撕下所谓“中立”的伪装，开始直接
参与消灭起义军。

小刀会占领上海期间，起义军并没有限制传教士的活动，允许他们自由传教。
雒魏林从而利用当时战争的特殊环境，通过开展医务工作进行传教和扩大影响的
活动。这期间，仁济医院的病人增加很多。不仅看病的人增多，住院的人也增加
了不少，连大厅和花园罩都挤满了病人。4他宣扬医院“大门向双方受伤人员时

刻开放着"。然而来此就医的主要是清兵，因为他们常打败仗，伤员很多。他有
时到城内诊所去，遇到受伤的小刀会士兵，也会给以治疗护理。在医院旱，传教
士们对接受治疗的伤兵宣讲“福音"，给以洗礼，力图扩大教会的影响。除了治
病，他还做些救济的“善事"，有时则利用传教的机会赈济。据记载，“每逢教堂
开放，城内居民成群来教堂来做礼拜”。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吸引民众，笼络人
心。不过，这种小恩小惠确实对普通百姓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利于起义军团结民
众坚持斗争。1855年1月中旬，他获得法军同意，经过法军阵地去看望受伤的
居民，并送给他们一些钱和物品。随着双方战斗越来越激烈，直到小刀会结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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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占领，他再也无法进入县城。小刀会和清军交战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医院
也处于不安全的位置，他经常听到炮弹在医院附近爆炸。他曾面见小刀会的将领，
试图阻止他们通过医院进攻清军，并请求英国领事阿礼国同小刀会交涉。‘

1854年12月间，法军司令辣厄尔(Laguerne)决定发动对小刀会的总攻之前，
想利用传教士进城劝降。雒魏林得知后自告奋勇，要求法军总司令派他进城。他
这样写道：“一天晚上，在法军与小刀会冲突过程中，我听说第二天早上将会有另一轮进

攻。我就去见法军司令，请求通过法军阵地，进城以私人名义劝诱小刀会接受手刀降的命令。
舰队司令告诉我可能有的危险，但我告诉他我不会害怕中国人。他告诉我要在早上五点前离
开，我答应在那之前会告诉他白己任务的结果。⋯⋯伟烈Ⅱ力先生是在听剑我的打算之后，

自动参加的。⋯⋯我们走到了尔门，要求会见他们的头目，并要求他们派人陪我们同去，以
免在路上遭到袭击。到达小刀会司令部时，他{l’J正在开会，虽然这时已经深夜二点钟了。经
过同胞，说我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和司令会谈，就有两三个头目米接见我们。丁-是，我
告诉了他们我们的米意，并说这次行动只是我个人的义务，不是官方代表。我人_IJ日地向他们
陈述了形势，米说明他们无法抵御向他们进攻的法军，义指出他们的给养无法支持很久，很

快就会饿死。冈此，我恳切的忠告他们接受法军司令招降的命令。他们听了我的陈述之后，

就一起网到里面，商量了一段时问。最后他们出来答复我说，他们决定战斗到底。他们说，

他们人很多，力量很强，虽然法军可能给他们造成许多损欠，但是放弃县城会使他们全军覆

没，冈此他们’j。夕E不屈。如果法军向他们进攻，也朱必能将他们逐出县城。我力图说服他们，

他{f、J迟早会被征服的，到那时候，他们将无法谈任何条件，不如趁现在还可以做出安排，以
保存他们的性命。‘不’，他们说，‘或者是抵抗，或者是失败，我fI、J都将在一起。’我如此对

他ffJ进行忠告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但是毫无结果。我只得向他fI’J告别，同到租界向法军司

令报告了此次会谈的结果。’’2

小刀会如果向法军投降，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会保住性命，而是会被移交给
清军处死。从他自己的叙述看，他对这一情况很清楚，却编造谎言欺骗起义军。
但他明显低估了小刀会抵抗的决心，他的威胁利诱并没有吓倒起义军，劝降以失
败而告终。法军司令转告英、美驻沪领事，宣布与小刀会进入战斗状态。不久，
法军司令发布了向小刀会进攻的命令。他关于劝降小刀会的记叙，揭示了当时外
国传教士的侵略面目，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我国人民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小刀

会对于法军的进攻给以坚决的反击，毙伤法军40多人。1855年2月17同，终
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小刀会被迫弃城突围。在同敌人的激战中，小刀会的将
领刘丽川、陈阿林、徐耀、周秀英等相继壮烈牺牲，潘启亮率领一部分起义军参

加了太平军。最终小刀会起义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3．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基于太平天国源于基
督教的考虑，除了天主教传教士之外，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
他们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当作西方国家解决传教与经商问题的最好契机。美国传教
士丁韪良(WiII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lin)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旧都落入
任何叛乱者手中，当然是全世界瞩目关心的事。但当知道那些叛乱者竟是基督徒，
他们不仅为中华帝国而战斗，而且对他们国内的偶像崇拜进行着十字架式的斗
争，人们的兴奋就是无法遏止的了。商人们开始推测叛乱成功将对商业发生的影
响；传教士们讨论着这个叛乱对推广福音可能有的关系；外交人员们则自认为是
唯一能自由的亲自去叛乱区作考察的人，以寻求最早的机会，从一次访问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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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知事件的真相。"1
但1860年以后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批评开始多于称赞和同情，有的传教士

还呼吁本国政府出兵干涉太平天国。他们对太平天国态度的变化，也反映了第二
次鸦片战争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对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传教士们对太平天国
的宗教有了更多地认识，他们不能容忍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非基督教倾向，也不
能坐视太平天国占据已从条约中得到的长江流域富庶地区。因而，他们很快站到
了清政府一边，支持本国政府对太平天国的干涉。

太平天国十余年问，先后有二十多名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到过天京。他
们和太平天国往来有两个企图：一是企图通过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运动，为外
国基督教侵华开辟道路，加速中国全面基督教化。二是教士们需要搜集太平天国
的情报，报告给本国政府。2由于平时医务工作繁忙，雒魏林没有去过太平天国

统治区。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他也表现地很关注，像绝大多数新教传教士一样
主张实行“中立”。他表示“对于这些起义，我们应该保持绝对的中立，以观察
未来形势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反对或者帮助他们，也还没有到把太平天国看成一
个中国政府的时刻。⋯⋯他们反抗清朝政府，在他们成为整个帝国统治者之前我
们有时间去认识。他们的武力那么强大，影响那么广泛，我想欧洲任何力量要镇
压他们，恐怕都不会成功。我们应该缓和与太平军的关系，以期推进在这个国家
事业的发展。”3

虽然他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但他对起义的胜利并不抱有希望。他分析了太
平天国运动逐渐陷入低潮的原因，认为太平天国趋于衰败主要是由于不重视政权

建设，“他们占领城市、杀害市民，但并不建立政府机构。他们占领一个城市后，
很快撤离去攻占另一个城市。因此，整个国家受到破坏，在秩序建立上没有任何
进步。⋯⋯人们对叛军是敌视的，经过许多年战乱，占领区一片衰败。”4
(三)在北京的活动

回到英国后，雒魏林完成了《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这部自传。除了对中国
习俗、机构建制描述外，还描述了外国人早期在华的医药工作。他这样总结了他
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医务传教生涯，“医务传道工作完全在中国展开了，这许多年
的经验表明，医务传道是成功的。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过去的成功让我们对未
来充满希望。”5

185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消息传到

英国，他竭力要求英国扩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得到英国政府的赏识。1860
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医生，被派往北京
上任。1861年6月，他乘船离开英国，7月22同到达香港。在香港稍作停留后，
8月他又来到上海。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后，9月他以英国公使高级医师的名义
进入北京。o他在北京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和负责英国公使的健康，一方
面又同伦敦传教会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帮助在北京开设一所伦敦会的医院，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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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一番准备后，由他监管的伦敦会医院开始门诊。他成
为伦敦会最早在北京开辟传教事业的传教士，同时也是第一个进入北京的基督教
传教医生。

关于他在北京工作的情况资料很少。起初，他住在公使馆里接受少量前来就
诊的病人。开始每天只有两三个病人，后来渐渐增多。1不久，他在公使馆旁租
了一栋房子作为诊所和住所。他定期向伦敦会汇报他开展的医疗活动，写道，“当

我住在公使馆时只有少量的病人fj{『来，但我一回到住所，便需要接待任何来访的
病人。此后，病人开始大量涌来。”z到1 862年年底已有22，144人前来就诊，包
括各个阶层的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纷纷到我这里来诊治，其中还有商人、
店员、各种做工的人和村民，甚至许多乞丐。他们都聚集到我的诊所晕，欣然地
同意接受我的治疗，这是令人惊奇的。”3由于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影响，求医者
的心态也很复杂。之所以他在公使馆时很少有患者前来，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
公使馆是与中国人对立的机构，容易引起人们的仇视。而他在搬出公使馆后，来
治病的人也随之增多了。在他的报告里，还提到了当时在北京霍乱的流行，这后
来引起传教医生们对霍乱的探讨。

1863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德贞(John Dudgcon)来到北京，
协助他工作。他与德贞治病的同时，有时也进行传教活动。德贞后来将医院迁到
了一所久废的寺庙里，原先破旧的佛寺经过改建修缮后，面目一新，成为具有五

十张床尾的西式医院。4 1863年后，伦敦会的其他传教士也开始在北京传教。他
们先后在北京建立了米市大街教堂、东柳树井堂、东直门外关厢福音堂。伦敦会
对这所医院相当重视，经常给予资助，使医院逐步具有了一定的标准和现代化规
格。这所医院实际上这就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滥觞。5

1873年，《申报》对这所医院评论说：“京都有西人设立医院一所，用以救
济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
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故显宦贵官亦均有来就医者云。"6

雒魏林在北京活动了三年，由于身体不佳，1864年不得不决定离开北京。
1864年春离开北京后，先回到了上海。次年3月，他对汉口进行了短暂访问。5
月又去同本，先后游览了横滨和江户。6月初，再次回到上海。几天后，他乘船
离开上海，8月14同回到英国。

他的晚年是在英国度过的，于1896年去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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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雒魏林评中医和近代中国社会

(一)对中医的评价：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两大医疗体系。中国晚清以前的

传统医疗系统，尽管在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上不断有所进步，但在体制上没有多
少变化。中医传统施治方法是望、闻、问、切，以《内经》、《素问》、《灵枢》
为典籍，治病依靠的是祖传秘方和个人累积的经验。医疗和护理均以家庭为单位，
治疗过程也以家庭为中心。医生坐堂开店，或应病人请求上门施诊。还有许多游
方郎中散布各地，悬壶行医。当看完病之后，医生就不必再去病人家了，也没有
继续照料病人的责任。西医的传入，无疑对传统中国医学提出了挑战。来华传教
士很早就对中医进行过研究，这可以追溯到传教医生来华之前。17、18世纪，
来华的一些耶稣会医生就对中医进行过研究。他们对中国古代医术表示钦佩的同
时，也指出中医在医学理论和教育上的落后。新教传教士来华后，马礼逊和李文
斯顿在澳门开办诊所，对中医也表示出关注。他们搜集了很多中国医学书籍，目
的在于了解中国药材是否对西方的医疗手段有所补充。

传教医生来到中国，对中国人的卫生与疾病感到触目惊心。在行医实践中，
他们依据西医的标准对中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分析，认为中医明显低于西
医。他们更多地对中医持不客气地批评，因为他们认为中医不符合近代科学原理。

对于19世纪中国医学的情况，在华传教医生们普遍认为古老、落后，中医在体
系上不完备。“中医因循守旧，虽然经验比较丰富，但它所遵循的医学准则与培
训医生的方法大相径庭。⋯⋯在中国，既没有公认的医务培养体系，又没有必要
的职业许可证，而且医生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地位。”有些中国医生的本领虽然高
明，但他们的理论知识缺乏，往往说不出治好病的原因。“中医可以看的书籍非

常有限，一名医生只是阅读所能找到的几本书而已。而且，医学知识通常是作为
家传秘方父子相承”。1

另外，传教医生在医疗活动中遇到很多因为接受中医治疗而境况险恶的事
例。晚清中国医学界也确实有不少医风不佳的现象，经常发生误诊及草菅人命之
事。也有一些不良风气，不利于患者就医。如医生架子大，稍有名气诊金就较高，
并且夜间通常不出诊，以致常常延误治病的时机。另外，还存在着病急乱投医的
现象，雒魏林指出“当一人病倒时，他的家属会请来一名中医，由医生对病人进
行检查并提出治疗方案。然后经常由他治疗一两天，如果治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就会去请另一名医生取而代之。有时一个病人甚至会连续由六七名医生进行
治疗。"2而传教医生中的大多数因为业务繁忙及语言上的障碍，几乎不能与中
医进行沟，也加深了对中国医学落后的认识。。

从医学理论而言，中医采取的是有机整体的世界观。中医认为，人身体的任
何一处疾病都和身体其他部位相关联，而诊治疾病的方法也必须从整体着眼。雒
魏林对这种理论持批判念度，“根据他们的理论，身体器官都与各种物质相联系，
比如土、金属、石头、水、空气。物质有冷、热、干燥、潮湿等特性，疾病也有
相同的特性。⋯⋯治病时他们首先确定疾病的种类，然后通过把脉选择合适的方
法进行治疗。但是他们根本分辨不出静脉与动脉，也不了解心脏的功能。他们对
脉搏的解释千变力．化，大部分是不足为信的。”3中医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东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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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哲学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构成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说、五行说、经
脉说，确实不是人体解剖的自然抽象，而是古人根据宇宙天象和自然推论所作的
联想推论。1

雒魏林认为中医内科尚有可取之处，但外科却极度的原始，无法与西医相比。
在他眼里中医只会做一些最细微木节的手术，在中国“除了阉割这匪夷所思的手

术外，似乎没有什么外科手术可以展示给世人。”2他认为中医在解剖学上的知
识很不完备，作为神经中枢的脑被忽视。只有解剖亲自察看人体肺脏，才能找到
治病的原因，治病才有效果。西医“在眼疾治疗和解剖学方面，处于绝对的优势。
因为中国人不解剖死尸，所以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相当有限。西医在治疗方法
和技艺方面也远比中国博大、先进，尤其西医在外科手术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白
内障可用相对简单的外科手术疗法得到治疗，身体表皮及深处的肿瘤可以得到切
除，一些尿道结石也能排除。”3

中医施治方法是望、闻、问、切，并且看重把脉，将脉搏分为12脉，根据
呼吸循坏六个节拍将病情诊断为轻、重、缓、急四类。并且在治病时经常使用针
灸，共有9种针，一般由钢、铜或银制作，形状各异。针灸的功效，让雒魏林感
到吃惊。他对这种不用吃药就能治病的方法感到迷惑，不知该如何解释针灸的作
用。他觉得“针灸是神秘而古老的，是大胆得足以令人昏倒的经验的产物。⋯⋯
这些针从不消毒，而且很可能已经存放了好几天。但可以用来治疗风湿病、各类
体内深处的疼痛、扭伤、关节肿瘤和霍乱、咳嗽与疝气。”4

但他又认为，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也具有自身的特点。中医作为“流传了
许多世纪的医学知识经验理论，已演绎出了大量中国式的经典论述、药物及疗
法。⋯⋯(药品)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使用几千种
植物、粉末和混合剂，其中不少的确富有成效，一些如麻黄硷和高岭土之类的药

物已为西方人所知。’’5他指出中医已熟识砒霜对治疗周期性疟疾的功效，进一
步研究有助于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医可以在斑疹伤寒症、热病及助产术更有成效，
因为上海的民众健康状况良好，几乎没有霍乱，也没有流行病。他还表扬了中国
一些主要城市的中医诊所。6虽然社会上有许多庸医，但他认为中医在行医时有
独到之处，“虽然从医人员的成分也很复杂，但许多是科考失意的士子转行，因
此很多医生受过好的教育。⋯⋯他们也有分科，有的治疗感冒之类的普通疾病，
有的治疗妇科病，有的治疗儿章的病等。医生根据他们丰富的经验，很好地治愈
了一些病人。虽然他们的理论很不完善，但他们早已了解了许多药物的用途和种
类。他们能根据以往的病例进行仔细的观察，从而成功地找到治疗方法，他们的
医治方法主要依靠经验。虽然他们进行治疗的原则并不清晰，但他们完全按自己
的方式诊治病人，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并能去很远的地方出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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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

在华活动的二十年中，雒魏林在从事医务传教活动的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
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

雒魏林对中国的教育评价很高，“中国是个有教养的民族，他们很看重学习
知识。⋯⋯在中国的城市，晚上可以看到许多工人、小业主，甚至门房都坐在门
口看书。虽然他们并不是很理解书的内容，但在试图弄懂意思。他们每个人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只要条件允许，就会送他们去学校。”‘他还介绍
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看到中国人对于学业和科举考试的重视，也承认这种选拔制
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文明，但中国传统教育的成果并未完全
达到培养人才的目标。他认为中国学者虽然读书很多，但知识面很狭窄，应该在
不改变中国教育传统的同时，还要从西方引进新的教育成果来改变一些错误的思
想。z相比而言，中国武官选拔制度就相当原始、落后。“武官大多是文盲，武官
考核选择的标准是主要是力量、技巧和敏捷性，比如投掷一百磅重的石头、把箭
射入靶心、连翻两个跟斗等。”3

他在行医过程中逐步了解了一些中国的风俗习惯。他注意到喝茶在人们交往
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人在消遣和进行社交活动时，茶是唯一的饮料，喝茶可以
说是整个国家的习俗。⋯⋯朋友们经常聚在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高兴地谈话。
同时，茶馆还是传播信息的渠道，但它处在官方的监视下，以防有煽动性的言论。"
4他有时也会跑到茶馆，一面喝茶，一面听人们讲话，从而了解了不少上海人的
情况。另外，他还介绍了中国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和各种食品的生产。

同时，雒魏林也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也进行抨击。传教士一来到
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中国人的卫生与疾病。他们认识到眼病传染、天花、
鼠疫、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
吸食鸦片、赌博、缠足、卖淫及道德堕落等陋习，他们往往利用中国存在的这些
恶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吸食鸦片和缠足。传教医生通过和病
人的接触，感觉到社会恶习对人们的伤害。他们不仅视治病为己任，还把革除这
些恶习看作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首先这些都与基督教教义相悖，对于身为专业医
生的他们来讲，还因为关注到与此相关的疾病与死亡。

当时中国社会最突出的是鸦片烟的问题。19世纪以来，鸦片吸食者遍布中
国，其流毒之深，为中国有识之士所痛恶。对中国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官员和
居民普遍吸食鸦片的谈论可以在每个传教士的通信和论著中看到。早期来华传教
医生大都致力于医治鸦片流毒的工作，他们在禁止鸦片贸易、医治烟毒祸患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探索出各种颇具特色的治疗方法，精神疗法是他们普遍采用
的戒烟手段。1845年玛高温在宁波开始用一种土法给烟民进行治疗。治疗的方
法是烟民先禁烟24小时，不服用任何药物，然后再进行适当地对症治疗，一个月
为一个疗程。5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的医院内也普遍设立鸦片治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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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吸食鸦片，他提到“几千名吸食鸦片的人在医院得到了治疗。许多人无
法戒烟，他们认为不能被治好，如果不吸鸦片他们会死。但当他们看到其他人在
医院里成功地戒掉了烟瘾，他们也要求治疗，这也极大提高了医院的名气。在
1849年，许多病人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治好，对于戒烟也充满了希望。有些人并
没有彻底戒除烟瘾，后来又复发了。但更多的人坚持下来，最终彻底摆脱了鸦片
的奴役。”1他分析了中国人吸鸦片的原因，认为“中国人吸鸦片最通常的原因

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消磨业余时间。当做完一天的事情之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能吸引他们，家旱人也不能使他们呆在家罩。他们晚上无事可做，四处闲逛，很
容易走进烟馆。在那里，他们会经常遇到熟人请他们吸鸦片。"他认为鸦片会妨
碍传教，“无法相信一个烟鬼会有什么信仰，除非他丢掉这个恶习。传教士有必
要确认他们没有这个恶习，才能允许他们入教。⋯⋯一个吸鸦片上瘾的人很快在
其他方面也会变坏，做出许多可耻的事，逐渐走进深渊。”2

他曾目睹几个鸦片贩子被处死，认为官方这样做是为了警告外国人：『F是他
们向中国输入鸦片，才导致了这些人的死。3他也谴责了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
鸦片的罪行。主张中国政府应废除鸦片贸易，除了药用以外，限制在国内种植鸦
片，同时禁止从外国输入鸦片。当然，他之所以反对鸦片贸易是从人道的角度出

发，同时也是因为鸦片贸易危害了传教事业。而对鸦片战争他则是极力鼓吹，想
借这场战争打开中国的门户。他站在自己国家立场上对这场战争进行评论，认为
战争的起因完全是由于钦差大臣林则徐禁烟不当。4

他看到了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危害，认识的人相互影响造成吸食鸦片人群的广
泛，严重破坏了吸食者的健康，导致人们破产，甚至卖儿卖女。他于1847年撰
文《鸦片速改七戒文》，着力于宣传戒烟。他提出的方法是，“要戒除烟瘾，首
先要交出烟枪烟具，不能再吸。专门提供一个地方，将鸦片与樟脑和收敛剂混合
制成药丸，收敛剂包括石榴皮和粉末。另外，药丸罩面还要适当添加一些滋补品，

如苦木树、酊剂或香油的混合物。⋯⋯需要注意的是，在戒烟期间要保持基本的
饮食。他们在食用药丸几天后，身体各处的疼痛会逐渐消退，再逐渐减少药丸里
的鸦片，直到最后完全清除。”’

女子缠足也是中国一大弊病，为来华西人所诟病。传教医生最早在医院罩，
真切地目睹和感受了裹足妇女的痛苦。如脚趾骨扭曲、变形甚至断裂、皮肤溃烂、
血脉不畅、小产、难产的高发。为革除裹足陋俗，他们做出了一些努力。雒魏林
在自传中用了近lO页的篇幅，评论了缠足问题。他看出缠足的盛行在地域上有
区别，“来到舟山医院的所有女人以及在岛上见到的其他女人，所有人的脚都不
是自然生长的。缠足在舟山是普遍的，而在广东和澳门并不盛行。”6他认为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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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是种野蛮的习俗，主张应该废除这种陋俗。他还从生理和健康的角度来抨击缠
足，认为缠足破坏了女人身体的平衡，使她们走不快也走不远，容易跌倒摔伤自
己。他在治疗病人时，就经常遇到一些因缠足产生的疾病。一个老年妇女从楼梯
上摔下来导致骨折，经过他的治疗才保住了两条腿。一个女人在干活时不小心摔
倒了，摔断了胫骨。医生需要对她进行接骨，但她的家人不同意，结果她很快就
死去了。1

由于灾荒、战乱等原因，近代中国到处晃动着流浪乞讨者的身影，其中有许
多“职业化”的乞丐。雒魏林走在大街上，有时会给他们一些钱和物品，但后来发
现自己受骗了。他觉得乞丐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每当遇到发生的旱灾时，
随处可见一群群的乞丐。官府向他们发放救济，传教士们也尽力向他们提供食物。
除了一些暂时遇到难关的人之外，许多乞丐都是职业的叫化子。⋯⋯他们白天装
作瞎子、瘸子和哑巴来沿街乞讨，到晚上就聚在一起挥霍乞讨来的金钱。他们对
路人纠缠不休，采用堵住店门、敲钟、吹喇叭或是展示不堪入目的脓疮等手段，
强迫别人满足他们的要求。”z

在近代，中国城乡的公共卫生情况十分恶劣。人们通常将污水直接排放到纵

横交错的小河罩，富家宅院皆有厕坑。但居住在贫困区多层楼房中的穷人，却不
得不使用马桶。城镇粪便、垃圾则由专门行业负责，卖给郊区的农民当肥料，但
是随处乱放尿桶、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的现象仍很严重。3他批评了上海卫生
状况的糟糕，“这个城市拥有众多的河流，用船进行交通和运输。但它总是处于
不清洁的状念，运河水位低时，许多的污秽物不断丢进水里，而人们很少进行清
理。令人惊奇的是当地人很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有些欧洲人由于健康状况不佳，
不得不离开了上海。”4

、嘲Ⅺ弋黼、Qe畦涨。The№dical融issionary in Chin8：A氏arrative 1臀enty Years
3

Experience

，p．367

2强l、、l龇乙oc‰跹乞。豫e Medicai班ssionary in china：A№Hatiye锄enty years’酞perience

，pp．25卜253

3王一平：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fII版社，1999年，第171页

÷j昏私＼、6弧、Ql§O、喊．The醚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Twenty Years’Experience

，p．244

32



四．结论

早期来华传教医生从事医务活动，主要是通过创办医院、向病人施医舍药来
实现。但他们创办的这些医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医院。近
代意义上的医院，除了是一个包括候诊室、门诊室、住院部、隔离病房、手术室、
药房等在内的医疗场所外，还应当是“医学教育和研究的中心；它们成了医学知
识的庇护所、医学职业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医学权力的堡垒”。1而这
些早期的教会医院“墙壁通常是多孔或是由晒干的土坯砌成的，地板是打平了的
泥土、混凝土或者砖块。窗户是纸糊的，很少敞开。⋯⋯房屋里的家具极少，除
了中国式木制或竹制的的床、一两张桌子及一些椅子以外，没有其他东西。”2医
院的设施也很简陋。“住院病人的一切用品包括衣服被褥等都要从家罩带来，病
人则要由他们的亲友来照看，人们不断地进进出出，嘈杂而烦扰。医院没有护士，
无法监督病人起居饮食，不可能保证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卫生，也谈不上无菌操作。

在一些寒冷的地方还要窗户紧关，最起码的通风都谈不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又使
这些诊所和医院时开时闭。”3

虽然这些早期的教会医院比较简陋，但与中国传统的医疗场所相比，还是显
示出规模化和专业化的优势。教会医院除了传统的内外科的分工之外，还出现了
更多的如产科、神经科等专业分工，实行专业就诊，为许多患同一种特殊疾病的
病人看病能够提高专业化水平。它们初设之际一般都实行慈善医疗，即免费施诊
送药，有的还给一些贫病者免费供食住。当然，对于传教医生而言，医务传教活
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导人们皈依上帝。但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他们的认识与传
教医生们的期望并不完全吻合。在医务传教活动开展之前，信奉新教的中国人是
极少的。直到马礼逊入华7年后的1814年，才有第一个中国教徒蔡高受洗入教。
1816年梁发在马六甲受洗，成为第二个华人信徒。1834年马礼逊在广州去世时，
伦敦会的中国信徒总共只有13人，而且这些人大都与梁发有关系。4即使是医务
传教活动广泛开展之后，也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尽管传教医生们抱有传播
基督教的热情，但很快就被卷入繁重的医疗事务中，而没有精力从事传教。根据
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有关报告，在1861．1872年间，教会医院收治的409，ooO位
病人中仅有12人归依基督教。’

在医务传教活动中，传教医生们普遍感到传教与行医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
逐渐觉得，虽然自己是“激动人心的宣教者”，但中国人对医生的需求明显超过
对传教士的需求。在仁济医院里，雒魏林起初亲自对病人布道，并发放宗教小册
子。但随着医务活动的繁忙，医院的传教工作逐渐交给专门的传教士负责。他认
识到传教士和医生的职责不可混淆；传教医生首先是医生，其次才负有传教之责。
。他指出：“如果医务传教工作是任命的，不管是好的外科医生，或是好的牧师，
恐怕都要糟蹋了。我在新教和旧教中，都看见过这种情况，一个试图从事两份职
业，常常要在一方面失败，有时则在两方面都要失败，因而不但不能得到好的影
响和行善事的能力，反而会失去已得到的影响和行善事的能力。⋯⋯传教医生应
该是世俗人士——是医生，而不是任命的牧师。我相信，如果一个牧师经过几个

1【英]威廉·F·拜纳姆著，曹珍芬译：《19世纪医学科学史》，复口．大学}Ij版社，2000年，第33页
2
H孤dd Ba、me，chinn nnd ModerH MedictHe．A StHdy in Med}cnl Missionn哕Development．p．86

3
Hardd Balme，chinn n耐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n|MissioHn口DeveiopmeHt．p．88

4吴义雄： 《在宗教0世俗之问——基督教新教传教上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第45页，第62页

5鳓胁豁e尺ecD砘r’v01．5，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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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听课和医院实习后，就可以变成一位合格的医生，那是错误的。”1基于这样

的看法，雒魏林主张行医与传教应分离。
虽然传教医生在医务传教活动中没有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但他们的医

务活动还是对中国社会与民众发挥了积极作用。J下如医药学家陈邦贤评价的一
样：“⋯⋯逐渐证明：外国医院组织充实，尤优于中国，外国医术减轻人民痛苦，
救免夭亡，同时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之偏见亦见消除，当初医科传道会设立之目的，
亦可谓远矣!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
手，翻译西国医学书籍为汉文，传播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少也。”2传
教医生是近代西医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力量，他们把西方医术传人中国，使中国
的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开始走上一条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他们不仅创立了一批
教会医院、诊所，而且传播了近代医学知识；不仅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
而且对传教以至中国政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医务传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进行。传教医生

的医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和传教士的看法。不少人感受到
西方医学的灵验，往往从很远的地方到教会办的医院去就治。有人因此而成为信
徒，但这种情况起初并不突出。其次，传教医生传入的西方的医疗方法和管理方
法，很多也是值得借鉴的。比如在治病的同时，也要注意抗病、防病；对特殊病
例的跟踪和分析；对病例进行分类研究，建立病例档案制度等等。为了在观察和
检查病人身体方面有条不紊，教会医院开始使用专门的记录簿，通过表格详细描
述病人的基本情况。“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每个医院都对重要的病例进行记录并
报告，为医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再次，传教医生还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
献。传教医生在治病之外还向中国人教授近代医学，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西医人才。
这些人学习西医后，或为教会服务，或自己行医，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贡献。他们的成功“将使他们受到尊敬，当然，也将增强传播这些知识的人
的威信。病人不仅能听到，而且能感受到从西方来的人是好人。”3传教医生们
还有许多医学著作，这以合信、嘉约翰等为代表。以合信为例，他先后著有《博
物新编》、《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五种医
书，王韬称赞其作“笔墨简洁，讲论精核，真传作也”。4

雒魏林作为传教医生，在中国活动了二十年，对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虽然他抱有很高的宗教热情，但J下如他自己所叙述的一样，在实际行动上却常常
顾此失彼，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疗事业上。在他到东方来的二十年问，据他
估算，曾在爪哇、澳门、香港、舟山和上海等地，共诊治了二十万人次。’他长
期进行的医务传教活动也必定会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至少使部分中国
人改变了对外国人的冷漠心理和看法，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J下如
仁济医院年报所期望的“医院只要能有序地继续下去，其社会影响面就能逐渐扩
大。不但能证明它是减轻身体病痛的场所，而且通过向当地民众展示基督教文明
带来的巨大益处，能为他们创造机会聆听有关上帝的信念。我们通过这些展示兄
弟般仁爱的活动来加深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印象，并努力向他们证明，我们在致

、飞ml弧、舟屯k嘧弋，The艟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1Wenty Ye8rs’Experience

，pp．112—117

2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190页

。Chinese Rep0Sitory．～o、．2。p．娩

4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同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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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他们的世俗与精神的福祉。“1他有高超的医术，就像王韬称赞他“称刀圭精
手⋯⋯尤精于眼科，藏有空青数枚，光滑如鹅卵，摇之中有水声。他如痈疽恶疡、

跌打损伤，治之多立愈”。2作为一名医生，可以说他是成功的。
他医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但针对医务传教活动的最终目的来说，他不能算

是成功的。作为传教士，他所能获得的宗教上的成果只是病人对他的感激以及回
家后阅读《圣经》的承诺，而真正受沈入教者却不多。因为中国人在对教会医院
进行肯定的同时，并不是肯定基督的福音。作为一名传教医生，虽然他声称自己

对政治毫无兴趣，但在华期问还是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更是由于他在青浦教案、
小刀会起义中的不光彩表现，在一些著作中被称为“帝国主义帮凶和走狗”。他
也像其他传教士一样，往往站在本国立场上错误地评论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
《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一书中他极力歌颂上帝是拯救人类肉体和灵魂的万能之
主，对自己的一些活动有所美化。在华医务传教活动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传
教形势并不像他说得那样乐观。他相信如果能在中国成功传播基督的福音，西方
文明就能够照耀中国。不过，他觉得近代中国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但也有自己
独特而悠久的文明。他作为传教医生来到中国，在中国活动了二十多年。他在医
务传教活动中更多履行了医生的职责，客观上为西医的传入和近代中国医学的发
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回顾基督教医务传教的历史，行医与传教活动在中国的遭遇截然不同。传教
医生在中国开展医务传教活动，起初是想借助医务活动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
播。但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他们的医术，而不是所谓的上帝的真理，结果是就医者
多而入教者少。即使一些中国人在传教医生“感化”下信了教，很大一部分也是
为了吃教，而不是真正地信仰基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传
教自由”，传教士不仅活跃在通商口岸，而且深入到内地传教。与此同时，更多
的专职医生也陆续来到中国，参与了西医传播的行列。这样，医学和传教相结合
的关系逐渐松弛，医务传教中的宗教色彩也逐渐淡化。如果说起初传教医生还幻
想医学所能焕发的神奇力量来宣扬基督教福音，那么从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开始
热衷于以自己的医术换取中国人对西医乃至西方文明的认可。那些兼行传教的传
教医生终因负担过重，越来越脱离稚道工作，成为专职医生。中国人对西医的态
度，从怀疑到接受和认同，以及对传教医生的医学活动的赞誉，J下是这一状况的
反映。清木的西医院门口随时可见门庭若市的场景： “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
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
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3 1886年“中华
博医会”的成立，标志着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工作的终结。此后，来华的传教医
生已不再担任传教工作，而致力于西医学在华的介绍和传播。即使是由教会创办
的西式医院，已成为从事医疗诊治和研究的机构。在探讨医务传教是否成功的问
题时，如果用中国人对医药的需求来衡量传教医生所取得的成绩来看，医务传教
无疑是成功的。

、Report of the ChineSe Hospi tal．at sh8nghai．from JulylSt 1847 to tkcember3rt 1849．1吣、：t峙

Co姗ittee，Shanghai，1849，p．15
2．I：韬： 《瀛朊杂忠》，．}：海古籍⋯版社，1989年，第119页

3[美]乔纳森·斯潘塞著，曾德骏等译： 《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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